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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重大工程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深刻影响与其项目绩效普遍低下的“悖论”成为全球范围内高度重视的治理难题。以经济学、社会学、组织行为学等交叉学科理论为基础，尤其从代理理论和管家理论融合视角，提出应构建动态的、激励与约束相容的重大工程顶层治理机制，分析了其对重大工程项目绩效的直接影响作用；引入组织情境与心理状态两个中介变量，讨论了组织情境与心理状态对顶层治理机制和重大工程过程绩效之间影响关系的中介效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研究假设和理论模型框架，为重大工程项目绩效治理提供新视角和新思路，并对重大工程组织行为及治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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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radox" of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f megaproject on politics, economy and society and the generally low project performance has become a global governance problem. Based on the interdisciplinary theories of economics, sociology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especi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gration of agency theory and stewardship theory, this paper proposes to construct a dynamic top-level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major projects that is compatible with incentives and constraints, and analyzes its direct impact on the performance of major projects. Two mediating variables, organizational situation and psychological state, are introduced to discus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organizational situation and psychological stat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p-level governance mechanism and major process performance. On this basis, the relevant research hypothesis and theoretical model framework are put forward to lay a foundation for empirical research. It is expected to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and an new idea for performance governance of megaproject,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governance of mega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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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工程一般是政府参与投资的大型公共项目，投资规模大，复杂程度高，是国家经济实力发展的重要标志，其项目绩效也反映了政府的治理能力，直接关系到政府形象和公信力[1]。重大工程不是一般工程项目的简单放大，高度不确定性与复杂性、多利益主体及多目标性等特征集于一体大幅增加了管理难度。Lundrigan等在2015年调查发现，约有90%的重大工程项目存在成本超支、进度延期、质量不佳等问题[2]，与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影响相悖。尽管近些年来学术界和实践界做了大量努力，重大工程低绩效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传统工程管理的范围、视角和方法亟需完善、丰富或转变[3]。
重大工程相关利益主体众多，存在着复杂的多级委托代理结构[4]，现有研究多从委托代理理论出发研究重大工程治理问题，其中存在一定缺陷：一方面，治理主体模糊不清，已有研究一般基于宏观中立的站位来研究重大工程中普遍性的治理问题，使得理论难以落实到具体实践，或是针对项目法人与市场实施主体之间的治理，仍类似于一般工程项目中的共性问题研究，忽视了重大工程政府参与并主导的特殊性；另一方面，问卷调查大样本下获得的整体趋势，难以从个体或利益主体等微观层面讨论重大工程特定情境下组织行为对项目绩效的动态影响路径和影响机理[5]。鉴于此，需要关注政府在重大工程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从微观治理层面增强对顶层治理的研究，从更多的视角和交叉学科来审视重大工程治理。
[bookmark: _GoBack]在重大工程的多层委托代理关系中，最复杂且特殊的是介于政府与市场化建设主体之间的边界对象组织——项目法人，项目法人的性质与组织模式受到项目性质（公益性或经营性等）和融资模式（如公私合营模式）的影响，具有事业法人、企业法人等多种形式，致使项目组织在结构、行为、治理机制等方面呈现复杂多样特征，且项目法人对工程建设实施实行全面的管理。政府对重大工程的监管以项目法人为强有力的抓手可以保证从更高的层面对项目总体实施进行协调支持和资源保障[6]，对于改善重大工程项目绩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然而现有重大工程治理研究中针对政府与项目法人顶层治理的相关研究却十分匮乏。
本文拟从理论层面讨论重大工程顶层治理及其对项目绩效的影响。以经济学、社会学、组织行为学等交叉学科理论为基础，提出基于代理理论和管家理论融合视角来构建重大工程顶层治理机制，并考虑组织情境与心理状态的影响及其相互作用关系，构建相应的理论模型，以期为探清顶层治理对重大工程项目绩效的影响路径和影响机理奠定理论基础，同时为重大工程系统复杂性治理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1融合视角下的重大工程顶层治理
1.1重大工程顶层治理及其功能
重大工程通常表现为高度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其相较一般工程项目利益主体增多、目标多元化，导致主体行为博弈现象更为复杂，且由于其公共属性，在重大工程建设实施的全过程都离不开政府的监管和统筹全局的作用。对于重大工程这样一个复杂系统，借助政府的权威性、代表性和整合资源的能力，形成贯彻总体目标、自上而下的治理机制，可以充分发挥政府治理对重大工程的有效作用。在政策和市场的双重驱动下，重大工程项目管理组织模式呈现出一定的演化趋势，基本形成了“政府—项目法人”二元顶层治理结构[7]。  
公益性项目主要由政府出资，多数仍由政府主管部门抽调人员组建工程指挥部担任项目法人，由其负责项目的建设管理[8]；政府投资逐渐退出经营性项目，主导作用相应减弱，而项目法人的主体地位逐渐增强，此时，项目法人由出资企业（联盟）单独组建或与政府委托的部门官员共同组建[8]。项目法人的参与程度主要取决于对经营效益和社会效益关系的合理预测，盈利能力则为项目法人的深入参与创造了投资环境[9]。项目法人对工程项目全面负责，属于政府治理与交易治理之间的“边界对象组织”，在整个项目实施过程中起桥梁作用[10]。重大工程顶层治理以政府为治理主体、以项目法人为核心治理对象，可以从根本上、全局上规范和引导项目建设管理行为，将项目绩效的重任落实到具体责任主体，同时作为项目的最高管理者，其在认真履行职责、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可以将项目的总体目标和价值观念自上而下地渗透到项目实施的各级参与方，有助于发挥政府和项目法人作为最高管理者和核心责任主体对重大工程项目绩效的保障作用。
本文认为重大工程顶层治理可以看作是在政府—项目法人层面，通过项目法人组建方式、责权利配置、激励、监管等一系列制度性安排与平等的合作、信任、沟通等方式，对项目法人组织行为进行引导和规范，最终实现重大工程项目绩效最大化的过程。
1.2代理理论与管家理论融合视角下的重大工程顶层治理机制
政府与项目法人之间的关系，应区别于与市场化的委托代理关系，不能简单视为一次性劳动与报酬的交换过程。市场建设主体无须为重大工程最终绩效承担责任，而项目法人则可以视为政府资产的管家，其对项目的成败负有法定责任，具有为了保护项目的长期利益而愿意牺牲其个人短期利益的管家行为表现。但“管家”并不会对资本所有者有天然的忠诚[11]，只有在政府（所有者）与项目法人（管理者）之间形成有效的监督—激励机制，才能保障双方的利益和目标一致起来。
代理理论(Agency Theory)，亦称委托代理理论。代理理论视角下，项目法人被看作自利的“经济人”，可能会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做出损害政府（社会公众）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而管家理论（Stewardship Theory）视角下，项目法人被看作恪尽职守的“管家”，是“社会人”，所有者和管理者利益一致，追求双赢和自我实现。可以看出，管家理论与代理理论根本的分歧在于人性的假设[11]。事实上，人应当是介于完全理性和完全感性之间的“复杂人”[12]，具有不同心理的项目法人处于不同的情境中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倾向，人性假设由“决定论”变为“选择论”，构成了两种理论融合的基础[13,14]。Davis等 [14]详细比较了代理理论和管家理论，在肯定代理理论价值的同时，也认为两种理论可以互补融合。代理理论和管家理论不是替代关系，而是所有者与管理者行为关系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单纯信奉任何一种都过于极端，达不到预先设定的效果[17]。项目法人作为项目管理者，其行为具有或然性或状态依存的特征[15]。
代理理论的核心是契约治理，契约已经被公认为抑制机会主义，保障双方良好合作的手段。代理行为下，项目法人注重自我服务，双方存在利益争夺，政府对项目法人缺乏信任，双方建立委托—代理关系，此时，政府对项目法人执行严格的监督与控制[16]。通过签订正式的契约明确规章制度，公平合理地划分权、责、利关系，明确沟通方式和频率、质量标准、薪酬支付等细节性问题，且较为完善的契约在对项目法人发挥约束作用的同时还可以发挥激励作用，降低政府部门的监督成本，从而改善重大工程项目绩效；而在委托—管家关系中，更强调建立正式合同之外的关系基础上的信任与授权[16]。管家理论认同自我实现和受尊重的需求，认为治理的关键不是控制和监督管理者，而是通过信任、授权、尊重、合作等精神激励，使管理者自发地努力工作，管家理论中更加依赖道德层面上的关系规范，两者之间主要受隐形契约约束。当政府与项目法人双方同时倾向于代理关系时，潜在成本最小；当双方同时倾向于管家关系时，潜在利益最大[13]。理论上，政府与项目法人建立双向的委托代理关系和委托管家关系，均能保证重大工程项目绩效的最大化。因此，以代理理论为指导思想的顶层治理机制强调发挥监督、控制等要素对项目法人代理行为的约束作用；以管家理论为指导思想的顶层治理机制更强调通过充分信任与授权等方式来激励项目法人的管家行为。政府与项目法人两种行为特征比较如图1所示。


图1代理行为与管家行为特征比较
在政府与项目法人的关系中，代理行为和管家行为并非稳定固化的状态，现有学者在研究所有者对管理者是采取“先礼后兵”还是“先小人，后君子”得出了不同的结论[15]，主要源于管理者的行为复杂、多变，不同的心理和情境因素下会有不同的行为倾向。项目法人作为管理者的行为倾向不仅取决于自身的偏好，还受到政府的行为影响，是一个博弈过程。重大工程建设周期长，政府与项目法人合作的基础，不仅是在契约签订时根据固有信息建立的初始关系，还包括契约签订后不断演化发展于整个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持续关系，决定了在项目实施不同阶段要采取不同的顶层治理机制。政府主要根据其在项目不同实施阶段与项目法人的非正式关系基础选择采取以监督控制为主或以信任授权为主的顶层治理机制。两种治理机制都能增强项目法人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感，抑制代理行为倾向并进一步促进其管家行为，使其与委托人的利益趋于一致，从而保障项目目标的实现，进一步改善项目绩效[17]。因此，考虑到项目法人的复杂行为倾向，应根据重大工程复杂情境基于代理理论与管家理论融合视角构建政府与项目法人之间动态的、激励与约束相容的顶层治理机制。
此外，重大工程作为一种复杂组织系统，人员和各类组织的行为推动并影响着重大工程治理。这恰恰是重大工程系统复杂性的来源，也是目前被忽视的研究领域[18]。在项目实施不同阶段政府采取的顶层治理机制反映了政府作为所有者的行为倾向，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了项目所处的组织情境与项目法人的心理状态，在组织情境与心理状态的二元作用下，项目法人作为管理者会相应调整行为倾向，选择建立代理关系或是管家关系。人所处的组织情境和人内在的心理状态深刻影响着外在的行为方式，而人是构成组织的基本要素，个体行为上升到群体行为则会对外界环境和组织行为产生影响[19]，于是，本文进一步引入组织情境与心理状态，在顶层治理机制的作用下，通过组织情境与心理状态之间的交互作用调节政府和项目法人的行为倾向，从而影响重大工程项目绩效。
2重大工程项目绩效及其测度分析
重大工程一般属于大型公共项目，一直以来学者们对公共项目绩效尚未形成统一定义。重大工程建设周期长，利益主体众多，承载了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目标，严格规范项目各个实施阶段的建设行为，才能保证项目最终绩效达到预期目标。从这种意义上说，重大工程项目绩效又可分为行为（过程）绩效和结果绩效。其中，行为绩效指的是工作过程的有效性，结果绩效是工作的目标完成情况[20]。行为过程有一定的结果导向性，但与实际的结果绩效情况并不总是完全一致。因此，需要从重大工程过程绩效和结果绩效两方面考察顶层治理对重大工程项目绩效的影响机理。
本文在传统“铁三角”和安全四大管理要素的基础上，考虑到重大工程建设实施过程中政府对项目的协调支持和资源保障，以及项目法人建设组织管理、资金筹集支付等职能发挥的有效性影响，将重大工程过程绩效指标拓展为成本、质量、进度、安全、资源保障五个指标，而结果绩效主要考察成本、质量、进度、安全和满意程度（包括政府、项目法人、市场实施主体、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的满意度）五个指标。
此外，考虑到重大工程建设周期长，组织情境和组织间关系随着项目实施不断演化发展，将过程绩效进一步划分为项目实施初期绩效和项目实施中后期绩效，从而可以更加深入地探索重大工程顶层治理机制对不同实施阶段项目绩效的影响机理。
3重大工程顶层治理对项目绩效的影响：一个理论模型
本文旨在构建顶层治理机制影响重大工程项目绩效的理论模型，将引入组织情境与心理状态作为中介变量，从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两个方面提出相关假设。
3.1重大工程顶层治理机制及其直接效应
代理理论下的监督与控制机制和管家理论下的信任与授权机制，作为重大工程顶层治理机制的两个维度，其本质内容均是恰当地处理项目实施过程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力、责任、义务等问题[13]，通过激励与约束的二元作用规范项目法人行为过程，以保障过程绩效为前提，服务于结果绩效。
在重大工程中，选定项目法人后，在信息不对称或双方目标不一致的情况下，政府为防范项目法人的机会主义行为风险及其可能带来的后果，以最小的成本与项目法人建立一种契约，促使项目法人努力工作[21]。严玲、尹贻林[22]认为完善政府的宏观监督机制是提高政府投资项目绩效改善的路径之一；房韶泽[23]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实证研究了契约的控制性、协调性等特征要素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从而改善重大工程项目绩效；吉格迪[24]等研究发现建设项目中，协同监督、控制可以激励代理人更加努力工作，是确保项目工期、质量和成本目标实现的基础。另外，人们也逐渐认识到仅依靠契约强制性的监督与控制无法适应重大工程的高度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学者们将目光延伸到组织行为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研究关系[25,26]，信任[27,28]、授权[29,30]等精神激励因素对项目绩效的影响，严玲等通过对公共项目治理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从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以及政府治理三个角度提出了三种激励＋监管机制的概念模型[31]。大量研究表明[30,32,33]，当以信任和授权为自变量，无论其设定何种中介变量和影响路径，这些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结果均表明信任和授权等领导行为在促进大型复杂工程项目绩效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综上所述，首先提出如下假设：
（H1）顶层治理机制对重大工程项目绩效（包括过程绩效和结果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a）基于代理理论的治理机制（包括监督与控制机制）对重大工程项目绩效（包括过程绩效和结果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b）基于管家理论的治理机制（包括信任与授权机制）对重大工程项目绩效（包括过程绩效和结果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此外，假设政府与项目法人在项目实施初期，关系基础比较薄弱，此时政府与项目法人自觉建立委托—代理关系，政府实行严格的监督与控制机制防范项目法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有助于逐步建立项目法人组织的行为规范意识[17]，随着项目实施不断推进，双方的联系和持续关系愈加密切，并由代理关系逐渐转向管家关系。结合项目实施不同阶段的关系基础和行为倾向，并考虑到监督与控制、信任与授权两种不同顶层治理机制的效用，本文认为当双方信任关系较为薄弱、关系约束又比较强的情况下，基于代理理论的治理机制相较基于管家理论的治理机制对重大工程的绩效治理更加有效；反之，当双方在相互了解的基础上，建立了较为牢靠的信任关系的情况下，双方表现出管家行为倾向，此时，重大工程顶层治理机制中选择基于管家理论的治理机制比基于代理理论的治理机制更有效。
可以得出如下假设：
（H2）重大工程项目实施初期，基于代理理论的治理机制（包括监督与控制机制）对过程绩效的正向影响更显著；
（H3）重大工程项目实施中后期，基于管家理论的治理机制（包括信任与授权机制）对过程绩效的正向影响更显著。
根据两种顶层治理机制、过程绩效、结果绩效包含的具体维度，在上述研究假设下，还可以相应提出若干子假设。此外，以上假设是在政府与项目法人项目实施初期关系薄弱基础上提出，相反，若初始关系较强，则假设采取的治理机制也相反，此处不一一列出。
3.2组织情境与心理状态及其中介效应
组织情境受制度环境、资源、氛围等因素干扰，具有较强的脆弱性和敏感性。心理状态是指人在某一时刻各种心理活动的综合表现，是复合当前情境、个人特征和过去心理的产物。孙浩等[34]在研究组织情境因素对反生产行为的影响时，确定了七个组织情境因素：领导风格、企业伦理氛围、组织文化、组织结构、薪酬体系、组织公平感和心理契约。Luthans等[35]认为心理资本包含自我效能、希望、乐观、韧性四种心理能力，实证表明自我效能与工作绩效显著正相关；心理授权包括组织支持感、自我效能感、自主性、工作意义等维度通过心理所有权影响员工的关系行为倾向[17]。通过文献梳理方法，结合重大工程顶层治理的特点，提炼总结了3个重大工程的组织情境因素：组织氛围、权力制约、自由度；以及3个重大工程的心理状态因素：自我效能感、组织公平感、组织支持感。
组织情境与心理状态易受到顶层治理机制的影响，其对重大工程项目绩效的影响也会随着外部组织环境、治理机制等发生变化而发挥不同的作用。一方面，随着重大工程重顶层治理机制的动态变化，治理能力逐渐提升，构成组织情境与心理状态的各个要素逐渐增强。重大工程顶层治理的协同治理机制中政府的领导风格、组织文化、信息沟通、奖惩体系等要素直接影响组织氛围的建设；加强监督控制力度有助于规范组织中的权力制约；授权赋能有助于提高对工作自由度的感知；项目法人自我效能感除了来源于自身的成败经验、替代经验，还受政府的激励、信任等诱导因素影响；顶层治理机制体现的合同公平性、协调性，沟通、互惠等因素均能增强对公平感的感知；而组织支持感又受到顶层治理模式中政府信任、期望、授权、互惠等管理层的鼓励和支持影响。另一方面，组织伦理气氛认为组织氛围有助于成员自我约束，对工作绩效正向影响作用[36]；任何缺乏权力制约和规范的组织都会自我膨胀并趋于腐败，提高治理能力必须提高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37]；自由度可以使项目法人有更多的工作自主性，有助于培养创新能力，提高管理效率；而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对自身能力的认知和判断，反映了个体对自己完成某个特定目标的能力的信念[38]，它会影响个体对任务绩效有关的各种因素的感知和判断[39]；严玲等[40]发现组织公平感知尤其是分配公平感知是承包商尽善履约行为重要的内在驱动力，而项目法人与政府具有相似的互动关系；马跃如等[41]检验了心理授权在组织支持感与研发人员工作投入之间的中介作用。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4）组织情境与心理状态在重大工程顶层治理和重大工程过程绩效之间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H4a）重大工程顶层治理对组织情境和心理状态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
（H4b）组织情境与心理状态对重大工程过程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
同样，根据顶层治理机制、组织情境和心理状态，以及过程绩效等包含的具体维度，在上述研究假设下，也可以相应提出若干子假设。
3.3模型框架
上文从经济学、社会学、组织行为学等交叉学科角度对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进行分析，并确定了相关变量及研究假设，清晰阐述了重大工程顶层治理的内涵、顶层治理机制、重大工程项目绩效、组织情境与心理状态的内涵变量以及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可以得出如图2所示的理论模型。


图2 基于代理理论与管家理论的重大工程顶层治理影响项目绩效的理论框架
图2分别从静态（直接效应）和动态（间接效应）两个角度，清晰地展示了“顶层治理机制—重大工程项目绩效”和“顶层治理机制—组织情境与心理状态—重大工程项目（过程）绩效”两条影响路径。理论框架中，以政府与项目法人行为关系倾向转变为动机，基于代理理论和管家理论融合视角提出了一种动态的、激励与约束相容的重大工程顶层治理机制。将重大工程绩效分为过程绩效（包含成本控制、质量控制、进度控制、资源保障）和结果绩效（包含成本控制、质量控制、进度控制、满意程度）考察。一方面，静态（直接效应）体现为，基于代理理论的治理机制及其各个变量（监督、控制等要素）对重大工程项目绩效（包括过程绩效和结果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基于管家理论的治理机制及其各个变量（信任、授权等要素）对重大工程项目绩效（包括过程绩效和结果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另一方面，进一步基于动态治理视角（间接效应），通过两种治理机制（G1和G2）在项目不同实施阶段的组合构建动态的、激励与约束相容的顶层治理机制；组织情境及其各个变量（组织氛围、权力制约、自由度）与心理状态及其各个变量（自我效能感、组织公平感、组织支持感）在顶层治理机制和重大工程项目绩效中起中介作用。
4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经济学、社会学、组织行为学等交叉学科理论，较为清晰地对重大工程顶层治理结构、顶层治理、重大工程项目绩效等概念进行了阐述，从代理理论与管家理论容和视角构建了顶层治理影响重大工程项目绩效的理论模型。通过后续实证分析，可以基于动态分析框架，分析政府与项目法人的关系行为倾向，研究重大工程顶层治理机制对重大工程过程绩效和结果绩效的动态作用规律，探究组织情境和心理状态影响重大工程项目绩效的中介效应，从而能够揭示内外关系和深层机理，提升政府对重大工程项目绩效的治理能力。 为重大工程治理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和新思路。
重大工程顶层治理是复杂的系统问题，对于融合视角下的顶层治理机制，其具体落实还要考虑项目属性和不同实施阶段的组织关系做出决策，在公益性重大工程中，项目法人一般由行政人员组成的临时指挥部担任，或由政府部门组建（委派）机关或事业性质的法人机构，这种情况下项目法人与政府之间初始关系密切，项目法人对维护政府、社会公众的利益以及重大工程项目绩效具有较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此时，项目法人表现为管家行为倾向，政府需要营造相应的氛围，建立委托—管家关系治理项目法人的行为，刺激项目法人的工作积极性，一段时间后，为防止组织关系松懈带来的负面效应，政府要发挥行政监督职能，在代理理论的指导下加强监督与控制，防范项目法人的代理行为倾向；相反，对于经营性重大工程，项目法人一般为经营性社会组织，政府与项目法人初始关系薄弱，这种情况下，政府与项目法人应建立明确的委托—代理关系，随着项目实施后期关系愈加紧密并逐渐建立信任关系，此时通过授权赋能等精神激励促进项目法人的管家行为倾向，否则会打击项目法人的积极性，甚至导致其因失望而背叛。政府可以根据不同的项目属性和实施阶段采取如表1所示的治理机制。
表1 不同情况下的重大工程顶层治理机制
	重大工程项目属性
	项目实施初期
	项目实施中后期

	公益性项目
	强化G2；弱化G1
	强化G1；弱化G2

	经营性项目
	强化G1；弱化G2
	强化G2；弱化G1


注：G1、G2分别表示基于代理理论的顶层治理机制和基于管家理论的顶层治理机制。

参考文献
[bookmark: _CNKIB8F856A0BB6E443E589834854597C0C5][1] 曾赛星. 重大工程管理[J]. 科学观察，2018，13（6）：45-47.
[2] Lundrigan C P，Gil N A，Puranam P. The performance of megaprojects: a meta-organizational perspective[C]. Academy of management proceedings. 2015（1）：99-112.
[3] 段运峰，李永奎，乐云，等. 复杂重大工程共同体的社会结构、网络关系及治理研究评述[J]. 建筑经济，2012（10）：79-82.
[4] 严玲，赵黎明. 政府投资项目双层多级委托代理链的分析[J]. 财经问题研究，2005（12）：41-47.
[5] 陈震，何清华，李永奎. 基于Agent的重大工程项目公民行为——项目绩效演化仿真[J]. 系统管理学报，2018，27（5）：904-919.
[6] 胡毅，李永奎，乐云，等. 重大工程建设指挥部组织演化进程和研究评述——基于工程项目治理系统的视角[J]. 工程管理学报，2019，33（1）：79-83.
[bookmark: _CNKI94FA542A64E1E2529006077C0F6AF399][7] 李斌祖. 公路工程项目建设管理的三个利益主体及其职责分析[J]. 黑龙江科技信息，2017（16）：330.
[8] 石红伟. 中国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法人组建模式研究[D]. 北京：中国农业大学，2005.
[9] 乐云，黄宇桢，韦金凤. 政府投资重大工程组织模式演变分析及实证研究[J]. 工程管理学报，2017，31（2）：54-58.
[bookmark: _CNKI9FB11C8AF115F196FEF860A2DCED7C37][10] 周小贤. 对水利工程质量管理工作的思考——以项目法人为核心以检测为抓手[J]. 湖南水利水电，2018（4）：110-111.
[11] 张辉华，凌文辁，方俐洛. 代理理论和管家理论：从对立到统一[J]. 管理现代化，2005（2）：41-43+11.
[12] 李彤. 现象学视域下“复杂人”假设研究[D]. 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18.
[13] 匡贤明. “代理理论”、“管家理论”的融合度[J]. 改革，2009（9）：148-149.
[14]	DAVIS J H，SCHOORMAN F D，DONALDSON L．Towards a stewardship theory of management[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7，22（1）：20-47．
[15] 钟乃雄. 民营企业经理人的角色倾向与行为偏好[J]. 改革，2009（6）：116-123.
[16] 周志强，田银华，邹新月. 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激励研究——基于代理理论与管家理论融合视角[J]. 华东经济管理，2011，25（9）:109-112.
[17] Liu Y，Luo Y，Liu T．Governing buyer-supplier relationships through transactional and relational mechanisms：evidence from China[J]. 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2009，27（4）：:294-309．
[18] Li Y K， Lu Y J，Cui Q B，etc.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in megaprojects：integrative review and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J].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 Engineering，2019，35（4）.
[19] 乐云，马亮，符勇，等. 建设项目管理者心理资本影响项目管理绩效的理论模型研究[J]. 项目管理技术, 2012（8）：17-21.
[20] 汪辉勇. 公共价值的本质、创立及其实现[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5（6）：5-7.
[21] 焦润基，张雁儒. 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研究——基于委托代理理论视角[J]. 中国市场，2020（8）：112-113.
[22] 严玲，尹贻林. 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绩效改善途径：基于项目治理的观点[J]. 水利水电技术，2006(1)：98-103.
[23] 房韶泽. 交易成本视角下重大工程项目关系治理与契约治理研究[D]. 济南：山东建筑大学，2019.
[24] 吉格迪，杨康.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建设项目多要素协同激励控制模型研究[J]. 工业工程，2020，23（1） 96-103.
[24] JURONG Z，JENS K R，MICHAEL A. The dynamics of contractual and relational governance: evidence from long-term public-private procurement arrangements[J]. Journal of Purchasing& Supply Management，2008（14） ：43-54.
[25] 谢洪涛，陈帆．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对建设项目绩效的影响研究[J]．项目管理技术．2013，11(10)：14-1.
[26] 傅宏伟. 奖惩机制作用下关系质量对重大工程项目绩效影响研究[D]. 济南：山东建筑大学，2019.
[27]	杜亚灵，李会玲，闫鹏，尹贻林. 初始信任、柔性合同和工程项目管理绩效：一个中介传导模型的实证分析[J]. 管理评论，2015，27（7）：187-198.
[28]	王雪青，赵敏，王丹. 政府和社会资本间信任对PPP项目绩效的影响——合作行为的中介作用[J]. 工程管理学报，2019，33（6）：54-59.
[29]	Simaya H，Maro G. Assessment of the performance of value for money for building projects in local government authorities in Tanzani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2018，7（3）：241-257.
[30]	张晓飞. 授权氛围对大型复杂工程项目管理人员行为绩效影响研究[D]. 天津：天津大学，2018.
[31] 严玲，尹贻林，范道津. 公共项目治理理论概念模型的建立[J]. 中国软科学，2004（6）：130-135.
[32] Black C，Akintoye A，Fitzgerald E. An analysis of success factors and benefits of partnering in construc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2000，18（6）：423-434.
[33] Naudé P，Buttle F. Assessing Relationship Quality[J].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2000，29（4）：351-361.
[34] 孙浩，王国辉. 组织情景因素对反生产行为影响的SEM研究[J].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1（1）：1-8, 72.
[35] Luthans F，Carolyn M Y，Bruce J A. 心理资本：打造人的竞争优势[M]．李超平，译.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8．
[36] 范丽群. 企业伦理气氛形成机制及其与道德行为关系研究[M]. 上海：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
[37] 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38] Gist M E，Stevens C K，Bavetta A G . Effects of self-efficacy and post-training intervention on the acquisition and maintenance of complex interpersonal skills[J]. Personnel Psychology，1991，44（4）：837-861.
[39] Bandura A. Self-efficacy：the exercise of control[J]. Personnel Psychology，1997，50（3）：801-804.
[40] 严玲，江静，郭亮，等．合同补偿中公平感知对承包人履约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J]．管理学报，2018（5）：660-668．
[41] 马跃如，郭小闻. 组织支持感、心理授权与工作投入——目标导向的调节作用[J]. 华东经济管理，2020，34（4）.

作者简介：
钱菲（1997-），女，江苏泰兴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重大工程项目治理；
丁继勇（1985-），通信作者，男，江西樟树人，博士，副教授，工程管理研究所副所长，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重大工程交易与治理；
马天宇（1990-），女，山东济宁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工程项目治理。

	
image1.emf

结果
绩效
治理过程
行为倾向转变
行为结果
组织情境

心理状态
自我效能感


组织公平感


组织支持感
组织氛围


权力制约


自由度
成本
控制


质量
控制


进度
控制


安全
控制


资源
保障


满意
程度
*



*



*



*







*
指标
过程
绩效
重大工程项目绩效
H4a
H4b
H1a
H1b
(G1)
基
于
代
理
理
论
的
治
理
机
制
(G2)
基
于
管
家
理
论
的
治
理
机
制
代理理论与管家理论融合视角下
的
顶层治理机制
监督

控制

……
信任

授权

……
G1
G1与G2
动态组合
G2
*
注：
表示“该指标被选中”。
表示影响路径；
*



*



*



*



*



image2.emf
结果绩效治理过程行为倾向转变行为结果组织情境心理状态 自我效能感 组织公平感 组织支持感 组织氛围 权力制约 自由度成本控制质量控制进度控制安全控制资源保障满意程度*****指标过程绩效重大工程项目绩效H4aH4bH1aH1b(G1)基于代理理论的治理机制(G2)基于管家理论的治理机制代理理论与管家理论融合视角下的顶层治理机制 监督 控制 ĂĂ 信任 授权 ĂĂG1G1与G2动态组合G2*注：表示Ā该指标被选中ā。表示影响路径；*****


